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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冯至三十年代诗歌中人称话语的转变 

陈美霞

（邵阳学院 中文系，湖南 邵阳 ４２２０００）

［摘　要］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冯至在思想和诗歌创作方面经历了脱胎换骨之变，由早期的表现自我、抒写个性，变为对存在主
义的现代性追求，这一转变为其在４０年代《十四行集》巅峰时期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艺术基础。冯至三十年代诗歌中
的人称话语则亲历了这一转化过程，由早期诗中的“我”开始变为“我们”，诗性表达也由早期诗中的抒写自我变为对存在主

义的言说，这种人称话语嬗变是诗人与时代相遇、对话的结果，是其诗思独特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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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２７年，冯至的诗稿《北游》付梓面世，标志着
诗人从此跳出了吟唱爱情与青春的狭小圈子，转而

踏上了批判现实、抒写个人生存状态和追求现代性

的道路。有学者曾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分为三

种典型形态：信念式—终结性的“现代性”；世俗

化—体验性的“现代性”；浪漫主义—“反现代”的

“现代性”形态。具体而言，信念式—终结性的“现

代性”“表现为一种对‘现代性’的主动性追求，突

出表现为一种对于‘现代’的憧憬、向往、期盼之情，

希冀社会、文化的彻底‘现代’可以通盘解决一切问

题，并以一种理想化的‘现代性’原则来批判现实和

历史，由此来推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按照理性主

义的社会整体改革方案，将改造社会的理想付诸实

践。”而世俗化—体验性的“现代性”则“表现为一

种居于边缘地带、带有被动色彩的世俗化、体验性

的‘现代性’态度，它注重于社会转型期的个体生存

的感受和体验。”最后，浪漫主义—“反现代”的“现

代性”“是一种带有边缘性的、力图超越现代性的主

客对立文化而与前现代精神相通的浪漫主义的‘反

现代’的‘审美救世主义’态度。”［１］冯至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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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大致可以归入第二类。因为他所关注的不是

时代本身，而是个体生存的感受和体验。

在主动探询个体人性的现代性的过程中，冯至

与存在主义哲学和里尔克的生命哲学思想相遇，并

将之吸纳化为自身所有，从而形成了诗人独特的生

命—存在观。四十年代创作的《十四行集》便是这

一思想的集中体现。

从三十年代以来创作的诗歌中的人称话语形

式来看，诗人逐渐摒弃了早期诗歌中那个表达自

我、抒写个人的单数主语人称“我”，选择了带有广

泛性、群体化的复数人称“我们”。核心人称话语的

转向不仅与诗人的思想转变有关，而且受到时代环

境的影响和制约。

　　一　现代性的呼唤：“我们”最早的心声

１９２８年初，冯至从哈尔滨回到北京，在朋友面
前读起他的近作《北游》，“大家认为诗的风格有了

变化，与过去不同了……”［２］１７３的确，较之前冯至的

诗作，《北游》的风格已经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

他开始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的思索和探究，其对

现代文明的强烈愤激和义正词严的批判，对个体生

命存在的焦虑和生命意义的追寻，充分体现了潜藏

在诗人内心深处现代性的萌动，这也为他接受存在

主义的影响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思想逐渐发生转

变之后，诗人在艺术上也开始了新的更高的追求，

１９３０年所写的《等待》等诗便可视为这一自发性追
求的产物。如果说《北游》是诗人思想上的现代性

萌芽，那么《等待》等诗则可以视为诗人在诗歌形式

上的一次自发的现代性尝试。１９３０年９月，诗人赴
德国留学，在那里，他受到存在主义哲学和里尔克、

歌德等大师级人物精神系统而深刻的影响，并在留

学期间写下了《无眠的夜半》和《海歌》等具有现代

主义特征的作品。

（一）《北游》：现代性的萌动

《北游》是冯至哈尔滨之行的产物，体现了现代

性思想的萌芽。在《北游》中作者的笔触摆脱了个

人的哀愁和青春的苦闷，将批制的锋芒指向“不东

不西”的畸形繁荣的现代都市和个人的生存境况。

哈尔滨是当时被殖民地化了的现代大都市，那里有

犹太的银行、希腊的酒馆、日本的浪人、白俄的妓

院，还有中国的市侩、官僚买办和投机富豪，到处充

斥着堕落与荒淫、病态与贫乏、血腥与血泪，生活其

间就如同在地狱里行走一般，不啻为一座现代中国

的荒原。对此，冯至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严正的批

判：“女人只看见男人衣袋中的金钱，／男人只知道
女人衣裙里的肉体。”“这里的人把猪圈当作乐园，／
让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同归腐烂！”（《北游·８》）

在批判现代文明的同时，诗人又反观自身，探

求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提出了一些对个体生

命存在状态进行审视和探究的带有存在主义色彩

的命题，如生命个体存在的孤单寂寞的必然命运，

“临行时只思念着一个生疏的客人，／他曾经抱着寂
寞游遍全世……”所以“我”总感觉“好象有个寂寞

的面孔向我微笑……”（《北游·３》）到达哈尔滨之
后，那里的一切对冯至来说，完全是生疏的，是另外

一个世界，为此他感到手足无措、彷徨无助，感觉

“自己好象是一个无知的小儿被戏弄在一个巨人的

手中，不知怎样求生，如何寻死。”［３］“那种孤单寂

寞之感，自以为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２］１７３实际

上，这种孤寂的体验对冯至来说由来已久，但在这

里，冯至趋向认定这种体验是一种个体生命的本

质，芸芸众生，谁也没有例外。

在《北游》中，诗人还提及另外几个有关存在主

义生命体验的命题：生死问题，生存状态问题，认识

自我的问题以及自我选择的问题。他在诗中说：

“生和死，是同样的秘密，／一个秘密的环把它们套
在一起，／我在这秘密的环中，／解也解不开，跑也跑
不出去”（《北游·８》）。在这里，冯至对于生死问
题的思考与认识，显然已经超越了以往限于生活现

实层面上的认识，具有了某种抽象的性质。这种认

识虽然还没有达到存在主义向死而生的认识境界，

但诗人已经开始从一般层面上探求生与死的秘密。

对于生存状态问题，冯至除了体验到个体存在的孤

寂感以外，还开始探询个体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世

界早已不是乐园，／人生是一座广大的牢狱”（《湖
滨》），“上帝”也“早已失却了他的庄严”（《北游·

９》）。在丑恶、荒诞的现实中，人们所信奉的理想、
信仰和价值观念都遭遇瓦解，进而引发了诗人对生

命存在本身的探询：“匆匆地来，促促地去，什么也

不能把定，／匆匆地来，促促地去，匆促的人生！”
（《北游·３》）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明显的体察
到诗人对现实生活不可把捉、处于无根状态的深刻

焦虑、困惑和思考。短暂的人生只不过是社会长河

中的浪花一朵，稍纵即逝，如同昙花一现，随即被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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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洪流裹挟而去，作为个体生命，无力左右，无可拒

绝，亦无可阻挡。对于认识自我的问题，诗人曾多

次反躬自省，扪心自问：“我可曾真正地认识自己是

怎样的一个人？”（《北游·８》）追抚往昔，“我的花
儿可曾开过一朵，／我的果子可曾结过一个？”这种
对自我的审视、对个体的拷问，显然与存在主义追

求本真自我有相似之处。最后，关于人生选择的问

题，诗人在《北游》中也有所涉及，比如，立于人生的

岔路口，“我”陷入迷茫：“我到底要往哪里走去”。

不但如此，诗人还自劝自勉：“望后你要怎么样，／你
要仔细地思量”。诸如此类的字句都说明诗人已经

注意到选择对个体生命存在的重要性，为他以后接

受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开启了方便之门。总而言

之，《北游》体现了一种现代人躁动不安的情绪———

对个体存在的反思、焦虑，这表明冯至已经走上追

求现代性的道路。

（二）《等待》《无眠的夜半》及《海歌》等：现代

性的自觉追求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冯至敢于直面现实，却并

未真正走进现实，而是作别“《昨日之歌》”，逐渐抛

弃早期那种“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寻愁觅恨之举，将

目光投向生命本身与个体存在，自发地萌生了现代

主义意识，开始思考现代人的生存状况，《北游》一

诗就清楚地呈现了这一思想突变的轨迹和线索。

不但如此，在表达方式上，冯至也不满足于以往直

抒胸臆、袒露自我式的表达，诗人竭力探索，在留德

前后写下了如《等待》《送》《发》《晚餐》《日落》《星

期五的夜晚》《夜半的园林》《酒醒》等诗作。这些

作品在内容上大多是描写恋爱心理的。如诗中所

说：所谓恋爱中的人，就是在星期五的夜晚，如同一

个“垂危的人”，捱过长夜漫漫，期待天明与爱人相

见的人（《星期五的夜晚》）；就是在分别的每一天

里，感觉像经历了“一生的苦难”的人（《日落》）；就

是在送别之时，自己的心已随爱人而去，只剩下一

个空的、“没用的身躯”的人（《送》）；就是等待爱人

的心如同“天上的星、海里的水”一样永恒的人

（《等待》）……这些作品虽然也主要描写爱情，但

是在表达方式上，显然有别于之前的爱情诗。早期

的爱情诗无不直接坦露或倾诉“我”对“你”的思念

和爱慕，而在上述几首诗作中，诗人不再采取直接

表白的方式，也不直接抒写情感，而是通过间接的

暗示来表露心迹，将内心的情感体验形之于某种具

体物象，减少了先前爱情诗中所充溢的伤感缠绵之

情，多了一份深沉厚重，多了一份凝思冷静，令飘散

无形的诗意敛聚起来，投射沉积于某一客观对象。

关于此间在诗歌表达方式上所发生的变化，归

根结底出自诗人自觉的艺术追求。以上作品均为

诗人在１９３０年里所做，诗人在１９３０年５月１２日写
给好友杨晦的信中这样说：“你觉得我近来的诗怎

样？我已经完全把旧的‘形式’同‘韵’抛开

了。”［４］１０７由此，足见诗人自主改变的主张。除此之

外，冯至在１９３１年４月１０日写给杨晦等人的信中
则更为详细地证明了这一点：“我去年暑假在北平

时，我曾经幻想我的将来的诗，要望那方面努力：做

一首诗，像是雕刻家雕塑一座石像。想不到来到德

国遇见Ｒｉｌｋｅ的诗，他后半的诗多半是一座座的雕
刻。”［４］１１９因此，《等待》一系列诗是诗人在诗歌形式

上做出的大胆探索。此后，诗人背离了浪漫的直抒

胸臆式的道路，转而走向雕塑一样的诗的道路。

１９３０年９月，冯至带着对异域文化的向往与追
求，对人生意义的关怀与思考和对诗歌创作的探索

与创新，踏上了留德之旅。在留学期间，也许是一

种机缘巧合，冯至有幸亲耳聆听存在主义大师雅斯

贝斯的讲课，从中，他找到了他思想的耦合点，他那

痛苦、焦虑的灵魂也因之得到了一个安放之所。更

为重要的是，冯至正是在这时较为系统而全面地接

触到里尔克和歌德的思想与创作，特别是在里尔克

那里，冯至发现了他理想的诗、理想的散文和理想

的艺术创作理念。

在存在主义哲学光辉的映照下，在里尔克与歌

德等大师级人物精神的引导下，冯至逐渐明确了他

的诗歌创作方向，从而产生了他在留学期间创作的

为数不多的几首诗：《无眠的夜半》《夜》《海歌》及

《雪后》。从这四首诗中，我们可以明显地觉察出上

述因素的影响。其中，前面两首受到歌德的影响大

一些，后面两首则更多受到存在主义哲学与里尔克

思想的影响。比如《无眠的夜半》这首诗：“在这疲

倦的无眠的夜半，／总像远方正有个匆忙的使者／不
分昼夜地赶他的行程。／等到明天的清早刚一朦
胧，／他便跑到我的门前，／指我的姓名呼唤。／他催
我快快地起来／从这张整夜无眠的空床；／他说，你
现在有千山万水须行！”诗中的“我”就如同歌德笔

下孜孜以求、自强不息的浮士德，“我”只有不断努

力、永不停歇、始终向前，才能获得圆满。正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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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５］除此而外，《无眠的

夜半》还体现了歌德蜕变论的影响：“我不由自主地

跟随他走上征途，／永离了这无限的深夜，／像秋蝉
把它的皮壳脱开。”而《夜》这首诗则隐含了歌德反

否定论的思想：“我夜夜回到我的家里，／像是从一
条很远很远的道路：／‘我今天所走的都是迷
途’———／明天的道路我要从新开始。”在自强不息
的途中，总不免要走些迷途，然而正是由于这迷途

或者是走上这迷途的阴暗冲动，对于孜孜不息的人

反而是一个有力的刺激，使他更积极地努力。就好

像《浮士德》里的魔鬼靡非斯托非勒斯，他不断引诱

浮士德走向堕落沉沦，然而结果却事与愿违，反而

促成了浮士德向善。《海歌》一诗则为我们展示了

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在海水的那边，／是些迷路的
灵魂：鸟儿没有巢，船儿没有坞。”在这里，流浪的鸟

儿和漂散的船儿都是现代人无家的宿命的象征，体

现了鲜明的存在主义思想：即作为生命个体，在人

世间的本然处境是决然孤独、无依无靠、无家

可归的。

总之，这四首诗是诗人所做的一次初步自觉的

现代性尝试，它们挣脱了早期诗歌情感化的包裹，

上升为一般的哲理层面的表达，是存在主义哲学、

里尔克和歌德思想等因素共同影响之下的一次练

笔，标志着冯至已经形成了带有明显的存在主义色

彩的人生观和艺术观。对冯至而言，这无疑是一次

脱胎换骨，给他之后的思想、创作乃至生活都带来

了至深的影响，尤其为他在４０年代登上艺术颠峰
构建了牢固的根基。

　　二　《给一个死去的朋友》：核心人称话语的
转折

　　历经《昨日之歌》的浪漫抒情，走过《北游》的
人生自省，又经受异域文化的熏染和存在主义的洗

练，结识艺术道路上的知音里尔克之后，冯至逐渐

形成了对人生、对社会、对艺术明确的思想和观念。

应该说，这是冯至在海德堡最大的收获之一，也是

诗人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转折。１９３５年９月，怀
着对存在主义的信仰和对里尔克的崇拜，新婚诗人

携妻踌躇满志地踏上了归国之途。然而回到祖国

的怀抱之后，满目都是国家的衰弱残破和社会的腐

朽黑暗，此时，不仅国共两党的围剿与反围剿已至

白热化的程度，而且，日寇的魔爪已伸到华北，紧张

的国内形势和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摆在国人面前。

在此情形之下，大多数诗人都抛掉了那些“不切实

际的梦”，走出象牙塔，“睁开眼睛看现实”，［４］６０８积

极地投入到现实生活的洪流中，写出带有明显现实

性倾向的作品。

冯至却做出了与此不同的选择。随着抗战的

打响和日益深入，随着混乱局势所带来的痛苦不断

侵袭诗人的内心，天性多思的冯至转向对个体生命

存在的思考和追问，希图在艺术创作中把捉住生命

的价值。这一转变应该不难理解，威廉·巴雷特的

一段话便做出了准确而生动的阐释：“一个正在经

历一场混乱和大动荡的社会，必然会使每个人遭受

痛苦，但是这种痛苦本身却能导致一个人更接近自

己的存在。习惯和常规是一块遮蔽存在的大幕布。

只要这块大幕布位置牢靠，我们就不需要考虑人生

的意义是什么；它的意义似乎已经充分体现在日常

习惯的胜利之中了。但是，一旦社会的结构破裂

了，人就突然被抛在外头，离开了他一度无意识地

接受的那套习惯和准则。站在外面，他的问题冒出

来了。”［６］冯至关于个体生命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

“冒出来”的。

再者，早在回国之前，冯至的头脑中就已经形

成了一系列有关个体生命与个体存在的思想和认

识。归国以后的几年里，诗人也是一边接触现实，

一边继续沉浸在里尔克的世界里，从事对里尔克的

研究和译介工作，创作了一些有关里尔克研究的论

著，如《里尔克———为十周年祭日作》和为里尔克

《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所做的译序，以及有关

里尔克诗歌、书简的译著：《豹》《一个女人的命运》

《啊！朋友们这并不是新鲜》《啊！诗人你说你做

什么……》和《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等。所

以，在如上所述的外部因素和内在条件的影响制约

下，冯至做出与众不同的选择是自然的，也是可以

理解的。

《给一个死去的朋友》诗四首即是冯至做出这

一选择之后所做的第一组诗。这四首诗创作于

１９３７年，是诗人在归国以后到写作《十四行集》之
前仅有的诗歌创作成果。它们是诗人为悼念亡友

梁遇春所作，其中融合了里尔克的思想理念和艺术

精神，表现了明显的现代主义倾向，显示了诗人日

趋娴熟的现代主义诗艺。四首诗不仅体现了诗人

对亡友梁遇春的缅怀，同时也触及到存在主义和里

８７



陈美霞：论冯至三十年代诗歌中人称话语的转变

尔克都极为重视的一个命题———死，并且，诗人也

如存在主义和里尔克一样，认为死和生并非对立关

系，将死视为人的“故乡”，不仅如此，组诗中还体现

了存在主义哲学和里尔克思想的联系观、交往观，

如诗中描述的青年人与死，死者与生者，死者与陌

生人，死者与自然风雨等等都是彼此牵连，割裂不

断的。［７］

回到人称话语这个问题上来，《给一个死去的

朋友》诗四首中有两首（第一首和第二首）出现了

复数人称“我们”：（１）“我如今知道，死和老年人／
并没有什么密切的关连；／在冬天，我们不必区分／
昼夜：昼夜都是一般疏淡。”（２）“我们当初从远方
聚集／到一座城中，好像只有／一个祖母，同一祖父
的／血液在我们身内周流。／现在无论在任何一地／
我们的聚集都不会再有，／我只觉得在我的血里／还
流着我们共同的血球。”特别是在第二首诗中，“我

们”表面上看指“我”和亡友，实际上绝不仅只如

此，它表现的是一种生与死的联系。总之，这里的

话语人称“我们”显然有异于 ２０年代的那个“我
们”，２０年代的“我们”主要指代恋爱双方，实际表
达的是“我”的个人化的情感，而此处的“我们”则

是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宏观的、集体的人称主体

出现，表现的是一般哲理。因此，《给一个死去的朋

友》标志着冯至诗歌人称话语的转折。从此，冯至

的诗歌中开始频现“我们”这一主体人称，频率之

高，在随后创作的《十四行集》中达６０％左右。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澄明的是：早在１９３０年诗

人出国前作的《等待》《夜半的园林》等诗中，就运

用了话语人称“我们”，还有１９３４年诗人在留学时
候所写的《雪后》一诗也用到了“我们”这一人称，

而且当时诗人的思想也正在或自发或自觉地发生

着变化，为什么不把它们视为人称话语转折的起点

呢？首先，就《等待》等写于出国前的诗作来说，诗

人的思想还处在转变的自发阶段，至于之后朝向什

么方向转变、如何转变以及能否转变成功都还具有

太多未知的因素。其次，从思想发生自觉转换之后

所作的《雪后》等诗来看，虽然思想上的转变已经完

成，但是，诗人还没有回到祖国，更没有亲眼目睹灾

难深重的百姓生活，也没有亲身经历恶劣污浊的现

实环境，因此，他的这种转变相对后来所写的《十四

行集》来说，缺乏相应的外部环境条件，还没有达到

完整意义上的转化。也就是说，只有当诗人在归国

后目睹了国家和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亲

历了现实的惨痛与悲苦之后，没有投身现实，而是

转向求诸个体自身，追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时候

所写的诗，才达到完整意义上的转化。

在那个几乎不容个人精神存在的时代，冯至能

做出如是的选择、如是的转变，更加突显了诗人思

想的成熟、坚定，表明诗人已经完全超越了个人化

情感，超越了时代情绪，而上升到智性的、哲理性的

认识。虽然，也因此而使得有些人对冯至颇有微

词，但对此我们是不能责求诗人的，因为“冯至并没

有逍遥于时代之外，而是坚持以灵魂来倾听这世界

的，他只是以内向的方式，企图唤起那些或沉睡、或

麻木、或浮躁的灵魂，让每个个体承担起属于自己

的那份责任与义务。”［８］更何况，从现在来看，冯至

当时所写的那些抒写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义的

诗作是超越时代的，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今甚至以

后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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